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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本专栏特约主持人　夏康达（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文学系首席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名誉副会长）：
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不仅著作等身，其创作经历还颇多传奇色彩。１９５６年他的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
年人》在“反右”时被批为“毒草”，１９７９年重见天日，成为“重放的鲜花”；他于６０年代创作的《这边风
景》，１９７８年杀青时，已经风云突变，当时未能出版，却在尘封４０年之后，高调推出，堪称“晚开的鲜花”，
成为去年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受到热捧，但旋即便有不同的声音。本期专栏刊发的评论文章，只是其
中的一种观点，发表于此，以为活跃评论气氛。古远清教授的《新世纪台湾两大政党文艺政策剖析》是他
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台湾文学史论”的阶段成果，供对台湾文学近况有兴趣的同志进行研
究时作参考。

新世纪台湾两大政党文艺政策剖析

古　远　清

摘　要：新世纪民进党“去中国化”的文艺政策和国民党不再“以党领政”的文艺政策，尽管在具体政策的走向

上南辕北辙，但就希望文艺为巩固政权尤其是为选举服务、政策不是以文件形式下达这两点来说，是相同的。文

学年鉴的编篡是文艺政策的隐性体现，成为各政党“争夺”的舆论阵地。这些不同色彩的年鉴见证了台湾文学的

发展变化，并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为后人研究台湾文学打下了丰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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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组织制度，主要是指执政党制定的文艺

政策，文 学 年 鉴 的 编 篡 是 文 艺 政 策 的 隐 性 体 现。
新世纪民进党、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尽管南辕北辙，
但就希望文艺为巩固政权尤其是为选举服务、政

策不是以文件形式下达这两点来说，是相同的。

一、民进党“去中国化”的文艺政策

台湾文学一直与当代社会政治紧密相连。无

论是民进党自２０００年上台后执政８年，还是国民

党自２００８年重新执政以来，无不通过有形或无形

的文化或文艺政策措施来制约文学的发展。

２０１１年９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办公

室发布第四部竞选影片《读经篇》，画面以孔庙读

经班为主要内容，叙述读经班如何从大陆到台湾

扎根的过程，其目的是在台湾传承和发扬中华文

化。民进党知道后立即进行抨击，该党发言人诬

称马英九是在向中国古代皇帝学习“独尊儒教”，
希望马英九不要重蹈中国文化至上、打压本土文

化的覆辙。［１］可见，台湾两大政党的文化政策是

如此水火不容。
民进党文化政策的贯彻分两个阶段进行。在

取得 政 权 前，他 们 的 文 化 政 策 致 力 于 宣 传、催 生

“独立的台湾国民意识”。为了让这种意识尽快产

生，他们采取了“亡人之国，先亡其史”的做法。在

史书方面，最早有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在

文学上，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２］和彭瑞金的

《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３］和其遥相呼应。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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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所著的两本书，都不同程度地强调台湾文学的
主体性和独立性。“史纲”虽然出现过“台湾文学
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中国抗战文学的一部
分”的语句，以及有台湾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文
学”，是“在台湾的中国人所创造的文学”的表述，
不过这都是言不由衷的表面文章。一到政治气候
适合时，如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出版由中岛利郎和泽井律
之合译的《台湾文学史》，在去掉书名“纲”字的同
时，这些论述被作者本人删得一干二净，并对以陈
映真为代表的有强烈中国民族主义倾向的《文季》
系统作家“采取了否定性的处理方式”［４］（Ｐ２７１－
２７２）。

民进党取得政权后，其文化政策从催生“独立
的台湾国民意识”转向巩固“台独意识”。［５］（Ｐ１３）
为此，他们在政治上推动“公投、正名、制宪”，在文
化上采取“去蒋化、去国民党化、去中国化”的措
施，将叶石涛当年讲的“台湾意识”转化为“台湾独
立认同”。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０年５月陈水扁在
就职演说中首次提出“台湾文化”的概念。他讲的
“台湾文化”，是一种与大陆完全对立的 “海洋文
化”。海洋文化诚然是台湾文化的重要特征，但过
分夸大和鼓吹这种文化，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所谓
的“海洋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陈水扁在文化
上采取了如下做法。

１．任命“台独”人士杜正胜为“教育部长”，将
“台湾主体性”列为“四大教育施政纲领”，修改中
小学教科书，美化荷兰、日本等对台湾的侵略，把
“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剥离出来。

２．沿着“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
湾”、“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华民国变台湾”的思
路，把１９４９年后的“中华民国史”当作“台湾史”。

３．让大专学校师生把中国文学视为“外来文
学”，企图将其与“外国文学系”合并。

４．公务员考试不是用国语而是以闽南语命
题，初等考试中“本国史地”的命题范围不包含神
州大地而专指“台澎金马”。

５．把“乡土文学”、“本土文学”改造为具有特
殊政治含义的“台湾文学”，用“台湾闽南语罗马字
拼音”取代汉语拼音。

６．清除象征中国的各种标志、符号、图案和名
称，如企图把“中国文艺协会”、“中国妇女写作协
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的“中国”二字改掉或转
换成“台湾”（后受到会员们的抵制未能实现）。

７．每逢全台有重大选举，陈水扁必撕裂族群，

操弄“爱台”、“卖台”、“台湾人ＶＳ中国人”的议
题，不少绿营作家均用自己创作的诗文参与这种
打压中国意识的竞选文宣工作。

在民进党执政的８年中，多数文艺界人士不
被理睬，少数被理睬的主要不是看中其文艺成就，
而是因为他们赞同陈水扁的台独路线，以致“政治
正确”的作家被封为“总统府资政”和“总统府国策
顾问”。这些赞同陈水扁台独路线的绿营作家，为
配合民进党的台独文艺政策，作品均突显“台湾是
台湾、中国是中国、两岸互不隶属”及“台湾人不是
中国人”的主旨，如李敏勇的《诗人的忧郁》。李乔
的《文化·台湾文化·新国家》等论著，不仅鼓吹
“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割裂，还把两岸说成是
“异己关系”，将 “中华民国”定位为华人“国家 ，而不
再是“中国人”的“国家”。

文艺政策作为政府部门的一种措施，根本无
法摆脱政治。多年来，人们把文艺政策看成是政
府行为，属政治现象；对于文艺政策的研究，也多
从文艺政治学的角度切入。民进党为了更好地掩
盖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争取到中间群众，有时改用
语言角度去贯彻自己的文艺政策，具体说来是把
台湾文学等同于母语文学。为了使母语文学后继
有人，在教育体制上强调多元文化和本土文学。
至于母语教学，从小学生做起，每周要求他们学河
洛语即闽南语、客家语，原住民语言因庞杂且使用
人数极有限，请不到老师只好放弃。这无疑增加
了学生们的课业负担，当然也收不到显著效果。
因为这项母语教学计划只是民进党文化政策的一

场政治秀，目的在于建立与大陆不同的语文系统，
即用“华人”取代“中国人”，用“台语”取代“汉语”，
为未来的“独立建国”铺平道路。然而，政治口号
喊得震天响不等于教学方案的落实，且不说母语
教材奇缺，就是有也不统一，单说师资严重不足又
没有相应的培训机构，教材研发、经费等配套设施
也跟不上，只好任其自生自灭。如此不负责任，是
民进党文化政策的一大败笔。

号称鼓励作家自由创作的民进党，其文艺政
策不会用典范的文本发布，而是用领导人的演说
或代表执政党政治主张的“总统府资政”的讲话及
相关著述来表达。这些讲话和著述离不开台湾文
学与中国文学是“两国文学”的陈词滥调，但由于
它代表了“扁政权”的声音，所论辩的也是台湾文
艺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同样具有文艺政策的意义。

所谓的“本土文学”，是深绿人士的另一个“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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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宝。叶石涛曾借评“本土文学”的代表钟肇
政的小说时宣称：台湾人“认同自己是汉人不等于
认同是中国人”，“光复时的台湾人原本有热烈的
意愿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可惜从中国来的统
治者轻视台湾人，摧毁了台湾人美好的固有的伦
理，使台湾人再沦为‘同胞’的奴隶，这动摇了台湾
人原本有的认同感，使得台湾人离心离德以至于
为生存而不得不起义抗暴，‘二二八’于焉发生”，
于是，“认同感”彻底破灭。［５］（Ｐ２６）这种观点，作为
“总统府资政”的叶氏在新世纪也反复讲过多次。
这和李登辉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以及民进党的台
独党纲是完全一致的。叶石涛从文学论述走向文
宣说教，把自己的立场紧紧向民进党乃至建国党
的文化政策靠拢，完全取代了文学批评的意义，把
自己捆绑在政治战车上，和他自己反对过的５０年
代出现的“反共文学”体现出惊人的同质性。

民进党执政前后权威人士讲话的发表即准文

艺政策的出现，是一种特殊现象。它之所以成为
“非典型”文艺政策，是因为民进党从不认为文艺
可以接受检查、压迫或辅导，故他们极少制定文艺
政策，而改用权威人士的讲话内容去代表民进党
的政治主张和立场，或者说让他们的发声对执政
党无形的文艺政策作发挥和补充。正因如此，叶
石涛的讲话均被其追随者作为文艺政策去贯彻，
也比来自官方由外行起草的文艺政策文本更具有

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民进
党认为这是“国与国 之间的关系。这种指导思想使
其文化政策离不开“反共”和“反中”这两条。２００８
年８月北京举行奥运会时，绿营人士害怕盛大的
京奥会增强台湾人民认同祖国大陆的信心，松动
民进党多年经营的中国“侵略台湾”或企图“吞并
台湾”的意识，于是先把北京的奥运会污名为“纳
粹奥运”，并把中共领导人抹黑为“粉饰太平”的
“纳粹领袖”。正是根据这种思维方式，民进党在
文艺界的代理人彭瑞金多次把大陆研究台湾文学

的工作者说成“文学恐龙”，说他们写的台湾文学
史是编造出来的“龙的神话”，并点名批评刘登翰
主编的两卷本《台湾文学史》“展现出没有丝毫遮
掩愧耻的文化侵略霸权赤裸裸的嘴脸，要吞并台
湾文学史”［６］（Ｐ２９）。这里把正常的、平等的文化
文流说成是“文化侵略”，把整合分流的两岸文学
歪曲为“吞并台湾文学”，除暴露其心虚外，也说明
他们是如此排外和夜郎自大。

无论是叶石涛还是彭瑞金的文章或讲话，虽

然具有文艺政策的权威性，但毕竟不是以文件的
形式下达，缺少了文艺政策的应有程序和合法性，
因而导致深绿和浅绿人士在理解上的分歧。

二、不再“以党领政”的国民党文艺政策

无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文艺的发展，
均与执政党所奉行的文艺政策有密切的关系。五
六十年代台湾地区文艺的发展，就与国民党的“三
民主义文艺政策”息息相关。国民党的文艺政策，
从共时性角度看，其内容充满内在紧张又复杂多
变；从历时性角度看，则由于受不同党领袖的影响
而有一个蜕变过程。

国民党迁台后的文化政策，源头来自蒋氏父
子统治时期。在戒严期间，国民党一直以“中华文
化的正统代表”自居，并于１９６７年发动了以 “增
强民族认同，培养民族自信心”为宗旨的“中华文
化复兴运动”。在文艺方面，国民党吸取过去有文
艺政策而落实不力导致失去民心从而丢掉大陆的

教训，在１９５０年代制定了以“反共抗俄”和“战斗
文艺”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政策，并通过由蒋经国领
导的隶属于“国防部”的“总政治部”和由张道藩出
面组织的“中国文艺协会”两个系统贯彻。这些受
到自由派作家的抵制，他们反对用文艺政策去制
约创作。胡适说：“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辅
导，更不能够由政府来指导。”［７］乡土文学在上世
纪７０年代后期兴起，使国民党文艺体制的建构尤
其是“展开反共文艺战斗工作实施方案”迅速式
微。１９８１年，“行政院”下属的文化专责机构———
“文化建设委员会”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结束
了过去以党领政，以党决定文艺政策的时代”［８］。
具体来说，国民党主导意识形态的“文工会”下设
的“中央文艺理论指导小组”，在本土化浪潮冲击
下已无法 “指导”，只好将过去查扣期刊、出版物
的消极作为和召开“全国文艺会谈”达到控制舆论
的做法，改成为作家服务为主。

李登辉主政时，文化政策前后有所不同。

１９９６年以前，李基本上继承蒋氏父子以“中华文
化的正统代表”自居的文化政策，强调 “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骄傲和精神支
柱”，甚至还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口
号。［８］后来，李在政治上不再认同大陆是祖国的
一部分，强调本土化、台湾化，在教育和文艺领域
开始刮 “去中国化”之风，为“台独”思潮泛滥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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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温床。

９０年代本是多元共生的时代，随着台湾经济

体制和两岸关系的变化，原由蒋介石的亲信张道

藩制定 的 文 艺 政 策 早 已 名 存 实 亡。基 于 这 种 情

况，他们不再视文艺为一种教化或规训，不再迷信

权力的制度化形式。为避免让人从政策中直接联

想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便进入了缺乏具体文

艺政策无为而治的时代。即是说，与时俱进的国

民党不再像５０年代那样去起草“现阶段的文艺政

策”，其文艺主张通常不以文件的形式下达，而主

要通过领导人的讲话进行宣传和实施。

２０００年 台 湾 首 次 实 行 政 党 轮 替，国 民 党 下

野，后于２００８年重新执政，开始回归被民进党遗

弃的中华文化。马英九还在当台北市长时，就非

常重视文化工作，在全岛市县中首设文化局。担

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在其竞选过程中也提出详

尽的文化政见，希望台湾能真正做到文化立“国”，
希望 用 文 化 来 深 耕 台 湾，用 软 实 力 来 面 对 世 界。
他明确将台湾文化定性为“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

化”［９］，即认为台湾文化属中华文化之一种，它不

同于大陆任 何 省 市，是 一 种 逐 渐 发 展 出“自 身 特

色”的文化。“它的根来自中华故土，但是在台湾

却落地生根，枝繁叶茂。”［１０］（Ｐ２９）马英九的《政治

和行政要为文化服务》这篇讲话，可视为准文艺政

策文本，这和蒋介石《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有

同等意义。
民进党曾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改为“国家

文化总会”，马英九执政后再把 “中华”二字补回，
还一度亲自兼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为继承和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以“中华”为本位的有特色的台

湾文化，马英九通过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１．调整中文译音政策，将陈水扁时期 强 行 通

过的通用拼音重新改为汉语拼音。

２．将被陈水扁去掉的包含“中国”二字的单位

名称予以恢复。

３．重新审定教科书，增加中国史的教育内容。

４．恢复祭孔活动，开创遥祭炎黄始祖的先例。

５．提倡文字“识正书简”。

６．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编撰中华语言文字书。

７．力推开 放 陆 生 入 台 就 读 和 大 陆 学 历 采 认

等。［１１］
马英九政见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海峡两

岸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尤其是在威权的年代，文学

很多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是我在当台北市长的时

候就提出一个观念，现在要倒过来，政治和行政要

为文化服务，要为文化界排除障碍，让它有更广阔

的空间，这个是我们政治人物应该做的。”［１０］（Ｐ２４）
政治为文化服务，是一个崭新的文化观念，也是国

民党文化政策大逆转的一个信号。它表明重新执

政的国民党，对文化和文学界是重视的，而这正是

刚从“绿地”中走过来的文化人特别关心和期望的。
为不使这些人失望和贯彻“政治为文化服务”这一

主张，国民党在新世纪对文艺采取了如下措施。

１．成立“文化部”，任命著名作家龙应台为首

任“部长”。这个部门的成立，撑开了文化格局，让
文化更兴旺，文化人更有用武之地，从而深化了两

岸文学交流的密度、深度与广度。

２．台湾文学馆历任馆长均是绿营人士。马英

九执政后，改派中央大学的李瑞腾当馆长，这意味

着“蓝营”重新夺回台湾文学的诠释权。不过，文

学馆毕竟设在南部。鉴于本土势力强大，新馆长

还得和“绿营”妥协，否则工作无法开展。

３．民进党执政后，台湾文学年鉴的编 撰 不 再

由原属国民党文工会管辖的《文讯》杂志负责，改

由绿营控制的静宜大学中文系接手，于是“年鉴”
色彩由泛蓝转为泛绿。从２００９年起，台湾文学年

鉴的主编权重新回到蓝营人士李瑞腾手中。

４．“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自２００８年 起 颁 发

“国家文艺奖”以肯定文艺工作者，并将奖金提高

至１００万台币。为了延续这些得奖者的理念与事

迹，有关部门致力于出版得奖者传记。“中国文艺

协会”、“中 国 妇 女 写 作 协 会”、“中 国 青 年 写 作 协

会”等组织的名称则保持不变，并尽可能让其发展

壮大。

５．坚持用中文写作，不赞成全面使用“台语”，
更不同意只有用“台语”写作的文学才是台湾文学

的观点。
作为马英九时代文艺政策掌门人的 龙 应 台，

完全不同于５０年代的政客张道藩。她没有显赫

的政治地位却有显赫的文学创作成绩。她不靠政

治背景，不依文艺政策的条文办事，不与官方拉关

系，而靠自己的能力打开文艺局面。但限于其“外
来”———从国外、境外回归台湾的 背 景，对 台 湾 文

艺了解不够深，并在超越蓝、绿两方面做得极不理

想，因而常受到两派的攻击。作为一位文艺内行

者，龙应台每天面对民众的不满情绪，毕竟心情沉

重，好像戴着头盔要去当兵，或者是高空跳水。可

以预料，官运亨通的龙应台一旦在“地雷阵”中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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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提前 “阵亡”后，重新和文学“复婚”也就

指日可待了。

三、由“台湾的文学年鉴”到“台湾文学的年鉴”

在台湾当代文学史上，“文学年鉴”的编写出

现了政党轮替总编也跟着轮替这一怪现象。年鉴

本以客观地展览史料为宗旨，属“在场实录”的工

具书，是活生生的文学编年史。它之所以成为各

政党“争夺”的舆论阵地，是因为用什么文艺政策

去“编年”和定位台湾文学，用什么观点去选择资

料，在编排中如何突出编者的意识形态，在栏目设

置上如何反映编者的态度，均大有文章可做。
台湾出版的文学年鉴经历了名称由“中国”、

“中华”到“台湾”，由“文艺年鉴”到“文学年鉴”，由
民间制作到官方主持的变化过程。作为台湾地区

文学年鉴的 开 拓 者 柏 杨，他 主 编 了《１９６６年 中 国

文艺年鉴》和《１９６７年中国文艺年鉴》。第一本不

限于 记 录 当 年 的 文 学 活 动，在 时 间 上 有 所 推 前。
后来柏杨坐牢，于１９８２年出狱后不改其为台湾文

学写史的雄 心 壮 志，又 出 版 了《１９８０年 中 华 民 国

文学年鉴》。在史无前例的艰难处境和自筹经费

的情况下，柏杨用他坚韧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和写

作经验，为台湾文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由于后继乏人，再加上经费和发行的困难，台

湾文学年鉴的编写工作停顿了１４年。一直到“文
建会”于１９９６年委托《文讯》杂志社编辑《１９９６年

台湾文学年鉴》时，柏杨的工作才得到了传承。
从创刊起就受国民党文艺政策支配的《文讯》

杂志，并没有 发 展 成 为 国 民 党“背 书”的“机 关 刊

物”，而是十分注重文坛史料积累，并建立了一支

有丰富编辑经验的团队，尤其是主事者李瑞腾和

封德屏均是文学素养深厚、很有事业心和奉献精

神的 作 家。他 们 在２０世 纪 总 共 编 了１９９６年—

１９９９年四大册。这些年鉴每年的栏目虽有不同，
如１９９７年年鉴的“综述”扩充为１５篇，１９９８年年

鉴又增加了“索引”部分，但基本上大同小异。这

说明《文讯》编辑团队确立了年鉴的编写规模和范

式，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当

年的台湾文学活动，其交出的成绩单令各界称赞。

２０００年国民党丢失政权，这正好给人们重新

思考台湾文学的定位、功用和政府部门在文学中

应扮演什么角色提供了机会。可由于民进党缺乏

执政经验，对于文艺的管理完全外行，因而只好把

年鉴 的 编 辑 工 作 推 向 社 会，用 招 标 的 方 式 制 作。
《文讯》本来最有资格参加竞标，但由于该杂志社

当年隶属于国民党“文工会”，再加上他们不愿意

为民进党工作，因而由前瞻公关公司中标。《２０００
年台湾文学年鉴》由前瞻公关公司委任诗人杜十

三担任总策划，白灵、须文蔚、杨树清、陈文发、郑

珍、林德俊、陈静玮分别担任评论、网络、采访、摄

影、美术、编辑、资料各组的主编。别看他 们 是 赢

利团体，可并没有忘记意识形态，主持人杜十三及

其好友白灵均具有强烈的中国意识。他们不受任

何政党文艺政策的羁绊，把中国意识自觉或不自

觉地留在书中，其编撰的年鉴比《文讯》版更富有

中国性。如“网路文学”这一项目中，居然给遥光

主持的“传统中国文学”网站作图文并茂的介绍，
并突出其“国学知识传播”这一特点。“著作”这一

大项目中，也出现了详尽的“中国古典文学论著书

目”。那里 不 仅 有“通 论”，而 且 还 有 辞 赋、散 文、
诗、词、戏曲、小说、俗文学，其展览性的介绍让人

误 以 为 台 湾 文 学 是 中 国 文 学 一 部 分 的 同 时，“
‘中国文学’也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１２］（Ｐ１６１）。
该年鉴第一部分“综述”的打头文章是南方朔写的

《“全球化”时代走向“世界文学”》，难怪有位读者看

了这篇文章尤其开头第一句话“２０００年对台湾文

学最具警示性与 挑 战 性 的……”后，“还 真 以 为 正

在看的 是《２０００年 中 国 文 艺 年 鉴（台 湾 地 区 部

分）》或《２０００年 台 湾 地 区 中 文（华 文）文 学 年 鉴》
呢！”［１２］（Ｐ１６１）

《２０００年台湾文学年鉴》由综述、记事、人物、
著作、作 品、名 录、网 路 文 学 七 大 部 分 组 成，其 中

“网路文学”是《文讯》版所没有的。该书长达５５０
页，在厚度上比过去多出两倍多。由于此年鉴是

转型期的产物，且带有实验性质，故引起不少人的

不满和批评。最先由本土派的《台湾日报》发难，
后有《民生报》、香港《明报月刊》及由杨宗翰主编

的台湾文学研究丛刊《台湾文学史的省思》［１２］参
与。批评除涉及年鉴的意识形态色彩外，另有史

料上的硬伤，如第５２０页所记载的“战后五十年台

湾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２０００年召开，其实是

于１９９９年举行的。这个重要会议发表的 论 文 有

２０多篇，仅刊出６篇的题目，遗漏甚多。
年鉴最重 要 的 是 客 观 地 反 映 当 年 的 文 学 活

动，其资料必须翔实可靠，而不能用意识形态去剪

裁，用 政 党 的 立 场 去 诠 释。静 宜 大 学 中 文 系 自

２００２年 夏 天 接 手 编 撰 从２００１年 开 始 的 年 鉴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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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策划郑邦镇、总编辑彭瑞金这两位绿营人士

的引导下，把“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带到年鉴中。
如２０１１年年鉴中邱若山写的《〈台湾论〉汉译本事

件》一文，明 显 地 站 在 亲 日 派 一 边，所 谓“亲 中 人

士”不是被耻笑就是被抨击。在２００２年年鉴中彭

瑞金写的《从“乡土文学”到“台湾文学”》一文中，
多次点名批判联合报系，强烈反对把“他们认可的

‘乡土文学’从‘台湾文学’割裂开来，其余的全部

划归‘中国文学’”［１３］（Ｐ６２）。这是一篇具有很强攻

击性的“檄文”，违背了工具书的宗旨。郑邦镇的

《回首“台湾文学系”的来时路》［１３］（Ｐ６６），对“教育

部”不同意设立台湾文学系，不同意静宜大学中文

系将“台湾文学”独立出来分组的做法，充满一片

讨伐之声，还挖空心思将此命名为政治性的“台湾

文学２２８”。由 这 两 位 年 鉴 负 责 人 的 爆 破 型 而 非

建设型的文章可看出，台湾文学年鉴已蜕变为绿

营建构台湾文学主体性、“独立性”的工具。
文学年鉴的制作需要纯学术的态度，可 在 选

举的喇叭声干扰下，学问不可能不与政党的意识

形态挂钩。以《２００２年台湾文学年鉴》为例，在栏

目安排上一味突出“台湾”而拒排中国。文集栏目

所开列的作家，绝大部分是本土人士，如钟肇政、
李魁贤、詹冰、张文环、叶荣钟、王雄、周金波、李荣

春等人，外省作家只有纪弦、朱西宁两位。这就是

说，具有中国意识的作家在彭瑞金主编的年鉴里，
已被迅速边缘化。

从《文讯》版年鉴到静宜版年鉴，因主编立场

不同带来意识形态色彩的不同，已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李瑞腾主编的年鉴是“台湾的文学年鉴”，
那么，彭瑞金主编的年鉴就是“台湾文学的年鉴”。
前者的“台湾”是中性名词，“台湾的文学”可以指

台湾地区文学，也可以指“中华民国文学”，是国民

党不愿完全放弃“中华”二字文艺政策的体现。为

落实这一文艺政策，年鉴的任务是把凡是发生或

出现在台湾的文学现象、文学活动、文学社团、文

学生产、文学人物、文学教研，不分族群、不分省籍

地记录在案。而“台湾文学的年鉴”，所突出的是

“台湾”二字，如把台湾文学定位为与“中华文学”
或“中国文学”无关的本土作家写的作品，而外省

人写的不包括在内。故民进党文艺政策的忠实执

行者彭瑞金接手年鉴的编篡后，按照民进党“去中

国化”的意识形态，大刀阔斧砍去所谓“在台湾的

非台湾文学活动”，大陆赴台作家的动向由此在年

鉴中被 大 面 积 缩 水，最 多 是 聊 备 一 格。尽 管《文

讯》版年鉴、静 宜 版 年 鉴 都 难 于 窥 见 政 党 直 接 介

入、文 艺 政 策 直 接 干 预 的 痕 迹，但 从２００１年 至

２００８年年鉴的执笔者大部分是亲绿人士，不难看

出他们对文学的陈述与再现、对作家的分类与选

择，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当然，静宜版年鉴也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注

重培育新生力量和“年鉴学”的建立，并将其推向

大学讲坛，在内容上注意强化教科书的本土化以

及原住民文学观察、“台语文学”的书写，在书后还

配有光盘，这都有利于台湾文学的推广。
彭瑞金在《从台湾的文学年鉴到台湾文学的

年鉴》中说：“在年鉴编制的过程中，我们听到这样

的质疑声音：‘台湾文学年鉴’到底应该定位为‘台
湾的文学年鉴’还是‘台湾文学的年鉴’？”［１３］（Ｐ４）
可彭瑞金他们对这种质疑没有进行反省，继续我

行我素强调年鉴的“鉴识作用”，在鉴别什么是重

要的人、重要的事、重要的出版品方面，明显偏向

于本土作家。随着民进党下野，年鉴的主编也走

马换人，“台湾的文学年鉴”掌舵人李瑞腾于２００９
年重新“夺回”年鉴的编辑权和出版权。在他的主

导下，陈信元文章的标题《中国大陆对台湾文学研

究概述》原封不动地登出，而不像同是这位作者和

同一内容的文章，在２００３年年鉴中“大陆”二字被

勾掉，成了不伦不类的《中国地区对台湾文学研究

概述》。在２００９年以后的年鉴中，焦点人 物 也 不

再是以高扬台湾意识的作家为主，而让陈映真、黄
春明、聂华苓、商禽、周梦蝶这些具有中国意识的

作家占主要版面。
台湾文学年鉴尽管受政党文艺政策的潜在干

扰，造成史实不够客观这一缺陷，但这些不同色彩

的年鉴毕竟见证了台湾文学的发展变化，并留下

了丰富的史料，为后人研究台湾文学打下了丰厚

的基础。使人感到遗憾的是，１９６７年以后和１９９６
年以前的空缺至今还无人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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